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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在山东发现北辛文化

后不久，有学者就提出北辛文化为大汶口文化

前身的论点 [1]。此论虽长期被视为定论，但仍

有继续完善的必要，因为它忽视了江淮地区龙

邱庄文化的北上在大汶口文化形成过程中的

重要贡献。本文拟重点讨论这一问题，并重新

审视关于大汶口文化和青莲岗文化的纠葛。

一

我们首先比较大汶口文化最早阶段和北

辛文化最晚阶段遗存。

鲁中南和苏北地区是早期大汶口文化分

布的核心所在，在山东泰安大汶口[2]、兖州王因
[3]、邹城野店[4]、济宁玉皇顶[5]和江苏邳州刘林[6]

等遗址都发现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遗存。

《大汶口续集》将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

早期阶段遗存分为 3 期，属于一期的至少有 15

个单位，其中出土和发表陶器较多者有H2003、

H2026、M1001、M2004、M2012、M2016 等，根

据遗物特征还应包括 M2021 在内。这些单位

的开口层位虽有所不同，可由于各探方地层没

有严格统一，因此很难依地层关系将其做进一

步划分。但我们可以据这些单位出土的平底

和三足的陶深腹杯和觚形杯，将其分成两组：

第 1 组包含深腹杯，以 H2003 和 H2026 为代

表；第 2 组包含觚形杯，以 M2012、M2004、

M2016、M2021 为代表。由于该遗址觚形杯存

在由矮胖向瘦长发展的总体演变规律，因此推

测第 2 组的M2012:1 这类最早的觚形杯，极有

可能是从第 1 组 H2003: 3 这类深腹杯演化而

来，或许还经过了 M1001:3 这样的中间环节。

总体的演化趋势是器体趋于瘦长，口部不断扩

大，垂腹下移缩变为底边出棱（图一，1~5）。由

此推断上述 2 组单位存在依次早晚的关系。

《山东王因》将灰坑和墓葬都归属于某一

层，实际开口层位均未交待清楚，以这样的地

层关系划分的组别意义不大。我们主要依据

发表陶器的类型学特征，将相当于大汶口遗址

一期的单位也分成 2 组：M2594、M2583、

M2102 等为第 1 组，M2490、M2464、M2108 等

为第 2 组，这两组的变化规律基本同于大汶口

遗址，也应当是依次早晚的关系，M2568 所出

杯当为两组的过渡形态（图一，6~10）。

此外，野店 M6、M53 和刘林的 M210、

M219 等相当于大汶口和王因遗址的第 2 组。

如果从文化的因素结构着眼，上述大汶口

文化一期第 1 组陶器可分为两类：甲类包括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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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鼎、盆形鼎、小平底钵、小口矮颈球

腹壶等，乙类包括深腹杯、觚形杯、扁

足罐形鼎、宽扁足三足钵等。比较来

看，占据主体的甲类陶器同以大汶口

H31、H2 和王因 T426④下为代表的

北辛文化最晚阶段遗存一脉相承，表

明大汶口文化的确以北辛文化为主

体发展而来，但颇具特色的乙类陶器

在北辛文化中却毫无渊源可寻。至

大汶口文化一期第 2 组，又新出单把

釜形鼎、单把盉、高柄豆、矮柄豆等陶

器，也和北辛文化无关。换句话说，

乙类器物的出现实际成为区分北辛

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显见大汶

口文化的形成还有乙类器物所代表

的文化系统的重要贡献在内。

二

让我们将眼光转到江淮东部地

区的龙邱庄遗址[7]。发掘者将该遗址

龙邱庄文化居址遗存分为 3 期：其中

遗址主体第 8 层和第 7 层属第一期，

第 6~4 层及其下开口的灰坑属第二期。这两

期地层关系较为清楚，包含陶器存在一定的演

变关系，其分期结论大致可信。该遗址还发现

402 座墓葬，除 3 座外其余都由于辨认困难而

未发掘出墓坑，因此开口层位不清楚。发掘者

指出，墓葬区与居住区的地层堆积完全可以彼

此对应，“墓地中的地层是由于墓葬的堆积叠

压而形成的，而不是形成地层之后再挖开埋入

死者的”[8]，因此，可以将所有墓葬分为“第 6 层

墓葬”、“第 5 层墓葬”和“第 4 层墓葬”，而且其

中“第 6 层墓葬”属于第二期前段，“第 5 层墓

葬”和“第 4 层墓葬”属于第二期晚段。从随葬

陶器来看，M214、M274、M156、M401 为代表

的“第 6 层墓葬”陶器类型学特征相近，确可归

属第二期前段，说明这个分期方案基本成立。

比较发现，大汶口文化一期第 1、2 组新出

的乙类陶器，正好分别是龙邱庄遗址第一期和

第二期前段的典型陶器，表明他们的年代分别

接近，且相互有密切关系。具体来说，大汶口

文化一期第 1 组的深腹杯、扁足罐形鼎和带沟

槽宽扁足三足钵等，和龙邱庄遗址第一期同类

器形态都十分接近，只是前者深腹杯已经向瘦

长方向发展（图二）。大汶口文化一期第 2 组

的圈足觚形杯、单把鼎、单把盉、镂孔高柄豆、

矮柄豆等，则和龙邱庄遗址第二期前段器物近

似；只是前者单把鼎为釜形，单把盉无管状流，

深腹杯更细长且口部明显扩大，而后者单把鼎

为罐形，单把盉有管状流，深腹杯较矮胖（图

三）。

深腹杯、单把鼎、单把盉、扁足罐形鼎、带

沟槽宽扁足三足钵、镂孔高柄豆、矮柄豆等陶

器，都属龙邱庄文化第一、二期主要器物，且发

展演变轨迹清楚；而在大汶口文化中则先后陆

续出现，且处于次要地位。有理由推测大汶口

文化中这类因素的出现当为龙邱庄文化北上

影响的结果 [9]。按照已经测定的碳十四数据，

龙邱庄一期约为公元前 4600~前 4300年，二期

图一 大汶口文化一期陶深腹杯向觚形杯的演化

1~5.大汶口(H2003:24、H2003:3、M1001:3、M2012:1、M2012:6) 6、

7.王因 M2594 8.王因 M2568 9、10.王因 M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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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约为公元前 4300~前 4000 年[10]；大汶口文

化早期约为公元前 4100~前 3500 年，其中最早

的一期第 1、2 组大概在公元前 4100~前 4000

年[11]。可见大汶口文化一期大致与龙邱庄二期

前段同时，上限可与龙邱庄一期衔接。年代数

据支持上述推论。

三

从大的文化格局来看，在大汶口文化之前

的约公元前 4500~前 4200 年，在山东、苏北分

布着晚期北辛文化，周围地区则分别是河北的

仰韶文化后岗类型、豫中的仰韶文化大河村类

型[12]、江淮东部附近的龙邱庄文化一期或类似

图二 大汶口文化一期第 1 组和龙邱庄一期陶器比较

1、2、5、6.深腹杯(大汶口 H2003:24、王因 M2594、龙邱庄 T1726⑦:16、T1627⑧:8) 3、7.扁足三足钵(大汶口 H2003:2、

龙邱庄 T1526⑧:4) 4、8.扁足鼎(大汶口 H2026:8、龙邱庄 T1629⑦:7) 9.豆(龙邱庄 T3729⑦:12) 10.单把盉(龙

邱庄 T1827⑦:25)

图三 大汶口文化一期第 2 组和龙邱庄二期前段陶器比较

1、6.觚形杯(大汶口 M2004:2、龙邱庄 M156:2) 2、3、7、8.豆(大汶口 M2004:8、M2012:3、龙邱庄 M214:3、M401:1))

4、9.单把鼎(大汶口 M2004:4、龙邱庄 M274:3) 5、10.单把盉(大汶口 M1001:4、龙邱庄 T0929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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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存[13]。这时北辛文化和仰韶文化后岗类型、

大河村类型的交流异常频繁[14]，并已受到江淮

地区些许影响[15]。从约公元前 4200 年开始，仰

韶文化东庄类型崛起于晋南豫西，并迅速向周

围大幅度扩张[16]。稍后约公元前 4100 年江浙、

江淮地区文化的“崧泽化”过程[17]，乃至于龙邱

庄文化的北上和大汶口文化的形成，应当都与

来自仰韶文化核心区的强力激荡影响有关。

约公元前 4000 年之后，在大汶口文化二、

三期中仍包含部分江淮、江浙地区的文化因

素，比如平底或三足的折腹罐等来自崧泽文化
[18]，饰网纹、波折纹的彩陶钵来自龙邱庄文化[19]

（图四），钺、长体锛、镯等石器和八角形纹、太

阳纹等新因素，则早先见于北阴阳营文化、崧

泽文化和薛家岗文化[20]（图五）。其中的八角形

纹、太阳纹等因素的更早来源在长江中游的高

庙文化[21]。反过来，大汶口文化的高柄

杯[22]、口沿外饰多周旋纹的直腹缸等典

型因素，同时传播至江浙、江淮地区的

龙邱庄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

化、崧泽文化等当中 [23]（图六）；北阴阳

营文化所见鼎足根凸起等现象，也可能

为受大汶口文化影响所致。可见此时

海岱与江淮、江浙地区的文化关系已经

转变为双向互动。此外，来自仰韶文化

庙底沟类型-阎村类型的花瓣纹彩陶、

陶敛口鼓肩深腹钵、陶宽折沿盆、二次

葬等因素则急剧增多，体现中原影响的

继续加强。实际上大汶口遗址的三足

折腹罐装饰花瓣纹，实为崧泽文化和仰

韶文化因素的融合体（图四，2）。

大汶口文化的形成与江淮地区龙

图四 大汶口文化和江淮、江浙地区文化陶器比较（一）
1、2、7.三足折腹罐(大汶口 M2018:18、15、青墩 M14:4) 3、8.豆(大汶口 M1012:5、青墩 M62:1) 4、5、9.彩陶

钵(玉皇顶 T2④:5、T2③:8、龙邱庄 M162:9) 6.平底折腹罐(青墩 M41:3)

图五 大汶口文化和江淮、江浙地区文化石器比较
1、4.钺(大汶口 M2008:6、北阴阳营 M286:7) 2、5.锛(大汶口 M1014:

24、北阴阳营 M180:4) 3、6.镯(大汶口 M2018:13、崧泽 M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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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庄文化的北上有关，形成后又

与江淮、江浙地区文化不断交流，

加上仰韶文化同时向两地施加影

响，从而使得海岱和江淮、江浙地

区的文化面貌越来越近似，逐渐

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鼎豆壶杯

鬶（盉）文化系统”。这个南北纵

向的文化系统，与东西横向的黄

河流域文化系统和长江中下游文

化系统互相贯穿，使得公元前

4000年前后的黄河长江流域文化

连结为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

构成文化上“早期中国”的主体。

四

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大汶口

文化和“青莲岗文化”的纠葛。这两个文化都

发现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二者的关系

在 80 年代前曾有过热烈讨论[24]。代表性意见

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淮河故道南北两侧均属

于一个文化系统即“青莲岗文化”，根据区域性

差异又可以分为“江北类型”和“江南类型”[25]；

二是认为淮河南北分属两个文化系统：其中山

东和苏北遗存为大汶口文化[26]，或者偏早阶段

称“青莲岗文化”，偏晚阶段称大汶口文化[27]。

讨论的结果是第二种意见被更多人所接受，

“青莲岗文化”一词渐被淡忘。

青莲岗遗址至今仅进行过几次调查，下层

所见陶器有鼎、釜、豆、杯、平底盉形器、钵、盘

等，还有和龙邱庄二期基本相同的相对重弧

纹、以方形为核心的编织纹彩陶[28]。当年的调

查者从中看到了“江南”“江北”的共性因素，并

提出“青莲岗文化”的命名，若放在“鼎豆壶杯

鬶（盉）文化系统”的角度来看，很有其合理的

一面。随着资料的增多，后来的研究者把山东

和苏北与其大体同时的遗存称为大汶口文化，

把江淮东部与青莲岗下层类似的遗存称为龙

邱庄文化，这种做法固然更加可取，但不能因

此而忽视了海岱和江淮、江浙文化的密切关

系，更不应忘却当年“青莲岗文化”提出者在认

识中国东部地区文化共性方面的贡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属高等

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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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Jian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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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wenkou Culture 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Beixin Culture and meanwhile dee-

ply affected by the northward expanding Longqiuzhuang Culture in the Jianghuai area. After its forma-

tion, it continued to interact intercommunicated with cultures in the Jianghuai and Jiangzhe areas, which

were influenced by the Yangshao Culture. Thus cultures in the Haidai area became fairly similar to the

cultures in the Jianghuai and Jiangzhe areas, in terms forming formed a cultural system that produced

pottery ware types such as Ding-tripod, Dou (stemmed dish), jar, cup and Gui (or He, wine vessel).

From the view of this point, previous definitions of the "Qinglian'gang Culture" is approved to be rel-

evant.

Keywords:Dawenkou Culture, Longqiuzhuang Culture, Qinglian'ga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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